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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约束、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与青年就业

王 琦,韩瑞宾,赖德胜

[摘 要]低碳约束下,教育优先和就业优先如何更好的衔接才能有效地促进就业是

理论研究的难点。本文探究低碳约束下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对就业影响的理论模型,
找到了“低碳约束-教育资源合理配置-青年就业水平提升”的关系,并得到以下研

究发现。首先,在减排的边际成本上升的假设前提下,如果合理的教育资源配置能

让青年人在专业选择或者培训过程中就获得进入低排放部门需要的技术,其面临的

就业冲击就会更小。其次,如果低碳消费是必然趋势,则劳动者只有适度消费才能

有长期更高的低碳消费增长,即预期的低碳消费也是影响长期就业的重要因素。再

次,如果青年消费和社会平均消费水平是一致的,则存在着消费替代,即消费篮子

逐渐从传统消费过渡到传统消费和绿色消费组合,最终接近全部产品的绿色消费。
这取决于绿色产品边际成本的下降速度以及政府对高耗能产品成本的干预。最后,
低碳约束下,劳动者未来职业生涯的平均工资除了受传统因素的影响,还受到高等

教育在绿色专业方向投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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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而教育优先和就业优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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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好的衔接才能更好地促进就业。我国当前的青年就业现状堪忧。自

2022年以来,全国16-24岁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一直在15%以上的高位徘

徊;2022年7月一度达到19.9%,创2018年1月有历史记录以来的新高;

之后随着经济向好略有降低,不过2023年的第一季度仍然超过了17%。就

业是多重约束下求最优解的过程,“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人力资本供给-青年

就业”是传统的教育经济学研究路径。然而,现阶段资源环境的约束越来越接

近上限,碳达峰碳中和已经成为我国中长期发展的重要框架(刘鹤,2021)。

碳约束对于青年就业是雪上加霜还是雪中送炭? 因此,在新的约束条件下推

演新的最优解,从理论层面分析低碳经济发展、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与就业的

内在逻辑是基于现实需要的理论探讨。

在新背景下研究就业问题过程中,教育与就业的协同是关键。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在2016年发布的《TVET战略(2016—2021)》中提出,要培养人的

绿色技能旨在向低碳经济平稳过渡。2022年1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机构

联合召开的题为“连接高等教育和绿色经济社区”讨论会上又强调要关注“高等

教育机构中的绿色经济需求”。这些研讨试图在联合国绿色就业倡议的框架

中,将劳动力市场中对绿色技能的需求与教育结合起来。在中国,《“十四五”

就业促进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也体现了从新发展阶段的目标出发解决就业

问题(曾湘泉,2021)的理念。《规划》提出要“对接产业优化布局、支持青年到

新产业就业”,通过“教育提质扩容工程”“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培养“创新型、

应用型、技能型”劳动力等系列措施。这些举措背后的逻辑可以归纳为,低碳

约束下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直接决定劳动力市场的人才供给结构与质量,通

过高等教育资源在不同学科专业以及各级各类院校的配置,实现充足的、适

应新产业发展的人力资本储备至关重要,这将持续影响经济的长期发展和就

业稳定。

据统计,2030年实现碳达峰之时,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可突破60%,

达到60.2%,并持续保持在60%以上(马晓强等,2017);按照教育部更乐观

的估计,到“十四五”末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60%。① 实现碳达峰之时,

大学毕业生必将成为未来新增就业的主力军,高等教育机构也会在技能培训、

网络教育方面发挥更多作用(刘能,2018;桑伟林和蔡智,2018)。而“十

四五”作为“双碳”目标提出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期,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

键期和窗口期。因此,研究低碳约束下的高等教育和就业的关系问题是立足

① 《教育 部:到“十 四 五”末,高 等 教 育 毛 入 学 率 力 争 提 升 到 60%》,http://

www.moe.gov.cn/jyb_xwfb/moe_2082/2021/2021_zl25/bd/202104/t20210401_5239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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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阶段探寻更高质量就业路径的实践。

尽管基于长远定位,国际组织以及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都给出

了明确目标与政策实施方向,但是低碳约束和高失业率问题的叠加、劳动者

短期教育投资与其长期消费的关联性不易刻画等现实和理论问题使研究变得

更为复杂,且缺少基于教育、劳动、环境等交叉理论的支撑和规范的实践模

式可供参考。鉴于此,本文以教育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研究为基础,加入环

境学研究视角,探究低碳约束下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对就业影响的理论模型,

试图找到“低碳约束-教育资源合理配置-青年就业水平提升”的优化路径。

二、文献综述

根据奥肯定律和贝弗里奇曲线,就业状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的

速度,存在随经济周期同向波动的特征。如果不存在挤出效应,低碳经济持

续增长的情况下,就业数量是增加的,而且就业质量会显著提升。然而,经

济学家基于奥肯定律认为就业是经济增长的自然结果,关注了增长似乎就等

同于关注 了 就 业,显 然 这 是 不 合 理 的。环 境 库 兹 涅 茨 曲 线(Panayotou,

1997)表明这种关系不是线性的,收入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后拐点出现,环境

状况随收入增加而改善,也就是环境退化率与收入为倒U型关系。其原因在

于低碳生产与技术提升相关性强,低碳经济对传统经济的替代效应导致就业

挤出问题。低碳经济拉动就业的机制需要通过劳动力技能分组的设计实现(郑

馨竺等,2021)。随着低碳消费的持续增加、低碳生产的扩张,最终会在倒U
型曲线右侧实现低碳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协调。显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揭示

的是长期规律,而且只是描述性统计结果。并没有给出达到倒U型曲线右侧

就业状况的跨期决策过程,也没有结合青年劳动者的特征及其未来低碳消费

可能进行模型推演。因此,本文从低碳经济与就业的关系、高等教育资源配

置及其在“低碳-就业”关系中的作用两个方面进行文献综述。

尽管基于低碳约束研究青年就业的文献不多,但是低碳经济与就业关系的

研究开始有所拓展。20世纪90年代,“低碳经济”(Low-Carbon
 

Economy)一词

开始在学界引起关注(Kinzig
 

and
 

Kammen,1998;Parkinson
 

et
 

al.,1999;

Stern,2007)。2006年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Stern
 

Review)牵头发表《斯特恩报告》,计算出了“低碳经济”的效益,引起了能源

界和经济学界更深入的讨论(Zawojska
 

et
 

al.,2019)。目前,低碳经济还没

有统一的定义。一是基于发展模式的概念,从能源约束、增长和消费的视角

给出定义。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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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模式(厉以宁,2017)。二是基于经济形态的概念,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视

角定义低碳经济。即在一定碳排放约束下,碳生产力和人文发展均达到一定

水平的经济形态(潘家华和张莹,2018)。三是从低碳经济的关联领域和实现

途径给出概念阐释,认为低碳经济是一场应对气候变化的革命(张坤民等,

2008),要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能效、改善能源结构、减排与经济效益协同等

路径实现(庄贵阳等,2011)。虽然视角不同,但从这些定义中可以看到环境

目标的经济影响与社会影响。

基于以上研究,很多环境经济学者探讨了中国“双碳”目标与宏观经济的

关系(刘 长 松,2015;鲁 传 一 和 陈 文 颖,2021)。借 助 CE3METL 模 型、

GATP-E模型、CGE模型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莫建雷等,2018)。在这些研

究中,劳动力一般被视为投入要素纳入一般均衡模型(鲁传一,2018)。综合

来看,以上研究更多涉及减排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就业的关注不够。不过

大量的劳动经济学研究也为该问题的探索提供了基础,以下是对相关研究的

梳理总结。

第一,古典学派的就业理论为研究失业风险、新岗位与人力资本匹配提

供了思想来源。亚当·斯密的社会分工理论(1776)认为如果市场过小,很难

鼓励人们终生专于一业。一般认为,新兴技术是推动绿色就业的重要因

素(Bowen
 

et
 

al.,2018),Jakubik和Uguz(2021)则更倾向于用萨伊(1967)的

就业自动均衡理论诠释绿色就业,即认为“生产能够自动创造需求”。第二,

新古典学派就业理论与凯恩斯就业理论的争鸣是研究就业促进与就业破坏效

应的理论基础。1825年后,平均每隔十年就会发生一次的经济危机使“萨伊

定律”受到了挑战,以马歇尔(1890)、庇古(1920)等为代表的基于均衡工资、

摩擦性失业的研究一致认为应该重视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机制,部分经济学

家(Kopidou
 

et
 

al.,2016)认为低碳就业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

势。凯恩斯(1936)提出了有效需求原理,在绿色产品和服务需求有限的情况

下,该理论就成为就业、减排目标替代与权衡战略的基础(Wolf
 

et
 

al.,

2021)。第三,新古典综合学派、现代货币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的理论为新发

展目标下就业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更宽泛的思路。一是新古典综合学派与促进

就业政策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末“滞胀”困境使得凯恩斯理论受到挑战。

新古典综合学派以菲利普斯曲线(Solow,1980)为基础提出了“结构性失业”

的概念。由此,引申出对失业问题的治理要求:加强对劳动力的培训,提供

充足的就业信息,促进劳动力在地区间流动等(黄群慧等,2017)。基于这些

研究,很多学者(鲍威等,2020)和国际组织(欧盟委员会,2015)推出“就业促

进计划”。二是现代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与跨期就业决策研究。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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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提出了“自然失业”的概念。理性预期

学派(Lucas
 

and
 

Ralston,1997)认为青年人在平滑生命周期中消费和收入的

时候,可能会遇到各种冲击,因此包括补贴、减税等在内的政策是必要

的(Kluve
 

et
 

al.,2019)。

尽管如此,绿色就业理论还不成熟,理论争鸣颇多。自1994年澳大利亚

工会理事会和自然保护基金会发布《工业中的绿色就业报告》,并首次提出“绿

色就业”的概念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劳工组织以及国际工会联盟发起

了“绿色就业”协议。学界普遍认为绿色就业和体面就业是有关联关系的,不

过在具体分析过程中也有差异。

第一,绿色产业发展过程中,技术进步对就业数量和就业结构会产生影

响。绿色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新技术

为环境改善提供了技术支撑,同时改变了求职模式、就业方式(何勤等,

2018)。一方面,技术创新打破了职业的固定化和终身化,突破了时间和空间

的限制(Acemoglu
 

and
 

Restrepo,2020),受到青年人的青睐(Pavlova
 

et
 

al.,

2020)。另一方面,提高自动化程度,破坏传统就业岗位,教育程度低的劳动

者往往首当其冲(Fox
 

and
 

Kaul,2018;Picatoste
 

et
 

al.,2018),这要求国家

要提高整体的教育质量(Beerkens,2018)。技术进步所替代的岗位大多为常

规性岗位,也包括部分脑力劳动者(龚遥和彭希哲,2020)。因而,技能偏向

型技术进步也是引致结构性就业矛盾的重要原因(王永钦和董雯,2020;郭凯

明,2019)。总之,技术产生的替代效应和生产效应是相互交织的(Arntz
 

et
 

al.,2016)。

第二,环境与就业质量的关系。环境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同样表现为正向

和负向两个方面,正向效应大致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工作效率的改善(Bowen
 

et
 

al.,2018)。绿色产业升级提高了劳动者工作效率和工作满意度(Vona
 

et
 

al.,2019)。二是改善就业能力。就业能力是衡量就业质量的重要指标,技

术进步倒逼劳动者主动提升就业能力(Alessandro
 

et
 

al.,2020)。三是收入效

应。可再生技术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劳动者报酬也随之增长(蔡跃洲和李平,

2014),对就业质量有着显著的影响,但也会造成工资的两极分化。低碳技术

导致普通工人的收入停滞或下降,劳动者收入差距加大(Sulich
 

and
 

Rutkowska,

2020)。还会造成就业稳定性下降。大量低技能人员失业(韩民春和胡婷,

2015),就业质量下降,发达经济体内不稳定就业模式流行(刘华和胡文馨,

2021),而这削弱了劳动者福利和工会保护(屈小博和王强,2019;Dioha
 

et
 

al.,2019)。三是流动性增强。大多数研究发现空气污染对于流动人口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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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选址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孙伟增等,2019),且年龄越大、受教育水平越

高的流动人口在就业选址时对空气污染的敏感性要更高(李丁等,2021)。

在以上研究中,人力资本是绕不开的话题,加之国际社会倡导绿色教育

对接社会需求,“就业”“高等教育资源”与“低碳”三个分属不同学科领域的研

究问题开始融合。从劳动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具体的研究大致可以分成两个

方向,一是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对绿色发展的影响,二是高等教育本身

对绿色经济的贡献,而前者的研究文献要多于后者。

第一,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对绿色发展的影响。一方面,微观证据

表明,吸纳了更多高学历劳动力的企业更倾向执行环保标准并加大环保力

度(Lan
 

et
 

al.,2012;Zafar
 

et
 

al.,2019;Lewis,2019)。但是也有研究发

现多数绿色环保行业工作数量与平均教育水平呈现倒“U”型关系,且绿色工

作数量对薪资水平的弹性较为显著(李程宇和严祥武,2021)。另一方面,宏

观研究发现,优化资本-劳动投资比例对绿色经济发展有积极意义(Zhang
 

et
 

al.,2019),该因素在不同时期作用范围不同,同一时期内,越发达的地区,

人力资本对绿色经济的作用越突显(徐晓光等,2021)。事实上,资本-劳动

要素可能还会受到科技、政策等变量的叠加影响。在此基础上,也有研究嵌

入科技发展要素研究教育如何影响绿色发展,发现教育水平对绿色发展效率

的影响不显著,但是互联网和教育的协同作用对我国东中部地区的绿色发展

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张倩和林映贞,2021)。除此之外,还有研究发现随着

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和参与热情逐渐提升(郑思齐

等,2013)。

第二,高等教育对绿色经济的贡献。刘伟和张立元(2020)认为经济发展

潜能与人力资本质量的高 度 相 关 性 成 为 不 争 的 事 实。程 斯 辉 和 李 汉 学

(2017)提出绿色发展理念引领教育事业发展的观点。陈然等(2019)研究表明

教育对绿色GDP的贡献率高于对GDP的贡献率。随着研究的深入,有文献

发现目前的高等教育经历了从环境教育到可持续发展教育,再到生态文明教

育的变化过程(张晨宇等,2021)。

我们在系统梳理2000年以来的相关文献并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以上成

果多是基于二维关系的研究,包括低碳约束与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资源配置

与就业、低碳约束与就业。从研究过程和研究结论来看,低碳、高等教育资

源配置与就业之间的三维关系是存在的,况且如“引言”部分所述,研究三维

关系的需求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不过只有少量文献研究三者之间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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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影响青年人专业选择与技能水平,并最终体

现在就业上,相关研究已经非常充分。虽然已有研究对低碳经济发展和就业

的讨论很多,但是将低碳目标作为约束条件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少。高等教育

资源配置对劳动者的技能获取有导向性作用,资源在各学科专业、培养层级、

全日制与非全日制、网络教学与非网络教学等方面的配置影响人力资本供给

数量与质量(Ali,2020)。当前,青年就业函数的约束条件已经从经济高速发

展转变为以低碳、可持续为特征的高质量发展。第一,劳动者在获取教育资

源的时候如何与未来从事的工作匹配,已经工作的青年人如何借力二次获取

高等教育资源的机会从传统产业向低碳产业流动,这些问题都有待在加入低

碳约束的条件下再次研究。第二,还需要基于教育、收入、消费之间的作用

机制(闵维方等,2021),进一步关注低碳约束下,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与青年

就业、消费的作用机制。结合低碳消费增长视角研究青年工作行为,基于更

一般的效用模型的推导是必要的,严谨的数理模型是对已有研究的有益补充,

也是对现实问题的进一步解释。

研究低碳约束下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与青年就业的逻辑关系是对就业理论

和教育资源配置理论的边际贡献,也有助于从理论上阐释绿色发展与教育对

接的理念。本文试图从经典的增长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出发,适当放宽其暗

含的假设前提,找到增长本身的权衡(trade-off)路径,探寻减少碳排放条件

下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区间与边界”。为探寻如何在低碳约束条件下把教育

投入转换成人口红利(王洪川和胡鞍钢,2021)这一横跨经济、教育、环境领

域的研究问题找到模型支撑。

三、理论构建与数理模型

尽管美国经济学家弗里曼(1976)认为失业现象主要是摩擦性失业,具有

显著的过渡性特征,但是随着各国对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视,研究就业问

题的约束条件已经发生变化。因此,本部分以青年劳动者为研究对象,探讨

低碳约束下,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对其就业水平的影响,旨在对标就业优先战

略中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要求。以教育经济学中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理论、

劳动经济学中的青年就业理论为基础,嵌入环境学领域的“能源—劳动”替代

理论,结合《“十四五”就业促进计划》提出的“推进专业升级”与“对接产业优化

布局”要求、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教育路线图》提出的“教育与低碳发展

对接”“个人行为的变化与社会结构重组”的思想,构建理论框架并进行数学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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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推演,探寻低碳约束、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与就业的逻辑关系,从三个层面

构建理论框架(见图1)。从理论上讲,假设低碳约束下,生产部门可以被分

为低 排 放 部 门 和 高 排 放 部 门,低 排 放 部 门 生 产 绿 色 产 品、提 供 绿 色 服

务。① 当生产部门结构发生变化,劳动力需求和消费也发生变化。一方面,

绿色产品和服务增多,既是劳动提供者也是消费需求者的青年人会面临更多

的消费选择,显然长短期工资以及青年人的跨期消费决策模型都会影响生产。

另一方面,随着低排放部门的扩张,绿色人才需求增加,高等教育部门作为

重要的劳动供给方增加对绿色专业的投入,这就涉及绿色专业人财物的资源

配置问题,合理的资源配置有助于提供适应新生产的人力资本。总之,存在

低碳预期的情况下,高等教育部门是低排放部门和高排放部门的人力资本供

给端,而青年劳动力既是高校人才培养的成果,也是生产部门的人力资本,

还是未来绿色产品和服务消费的主力,正是这样的部门间勾稽关系以及青年

人的多层角色关系决定了图1理论框架的逻辑关系。

图1 理论框架

第一,青年就业路径选择与产业部门调整的关系研究。该部分以投入产

①

 

需要说明的是,低排放部门有两种类型,一是直接生产绿色产品、提供绿色服务

的部门,如生态农业部门;二是可能依然生产传统的消费产品(或提供传统的服务),只

不过该生产部门的生产工艺、生产流程、服务过程有了更新,使得污染减少、环境变好,
也称其产品为绿色产品(或绿色服务),如快递运输车从原来的汽油货车变成现在的电动

货车,虽然其服务都是送快递,但后者更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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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分析为基础,在减排边际成本上升的假设下,区分低排放部门和高排放部

门并找到碳排放减少和就业的关系差异,研究不同部门就业结构发生转变的

路径。第二,基于低碳消费的青年效用最优化模型的构建与推演。在效用函

数中加入刻画低碳消费增长的变量,假设青年劳动者在未来可能面临更多的

消费选择,即未来低碳商品和服务会越来越多,存在低碳消费增长的情况,

这是青年就业者和普通就业者模型最本质的差异。在此基础之上,将劳动者

职业生涯获得的总工资收入作为可消费的资产总额,求出青年劳动者效用的

最优化解。第三,考虑预期低碳消费增加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显然相比大

龄劳动者,青年劳动者对高等教育资源的需求更多。且就教育资源出资方的

一般性认识来看,对青年劳动者的投入回报期更长,因此青年人接受各类高

等教育资源的机会更多。对标低排放部门和高排放部门,假设低碳消费增长、

低碳部门生产、高等教育资源在绿色专业上的配置有相同的动态变动趋势,

在教育投入产出函数中嵌入绿色专业和非绿色专业建设投入要素,推演高等

教育质量最优情境下的资源投入组合解。

(一)就业路径选择与产业部门调整

本研究借助劳动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分高排放部门和低排放部门探讨劳

动者就业选择。低碳约束下,不同行业就业结构发生转变的路径是不同的。

在碳达峰碳中和框架下,中国将继续实施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倒逼

有关地方和企业加快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减少碳排放,这

将带来绿色就业。但这一转型过程对于准备进入劳动力市场或者进入劳动力

市场不久的青年劳动者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碳排放密集型行业的深度脱碳变

得至关重要(范庆泉等,2016;莫建雷等,2018;Bachner
 

et
 

al.,2020),作

为人口和碳排放总量第一大国,“双碳”目标的提出无疑对我国产业转型产生

巨大压力。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2019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最高的行业是

电力和供暖,其次是工业,分别占碳排放总量的53%和28%。因此,高碳行

业和低碳行业的就业结构调整趋势不同,需要对不同行业的就业创造和就业

破坏状况作进一步的分析。

具体见图2,横轴为就业数量,纵轴为碳排放量,能源消费是中间投入

品,大多 数 情 况 下,能 源 消 费 的 数 量 越 高,碳 排 放 量 也 越 高。蔡 昉 等

(2008)研究认为,节能减排的边际成本是上升的。而且已有研究也已经证实,

更严格的低碳目标导致经济指标下降(鲁传一,2018)。因此,“碳排放-就

业”关系曲线如图2所示。以高排放部门为例,碳排放水平从C0 减少到

C1 和从C1 减少到C2 的过程,实现了相同的减排效果,但是从C0 到C1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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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损失仅为(Eh
0-Eh

1),要低于从C1 到C2 的就业损失(Eh
1-Eh

2)。换言

之,相比P点到Q点的移动过程,从Q点到S点的过程要损失更多的就业。

因此,从长期看,碳排放标准越严格、越接近碳排放标准的时刻,损失的就

业越多。

图2 不同碳排放部门的就业数量与碳排放量

接下来,在减排的边际成本上升的假设前提下,本文对该问题的研究向

前延展一步。排放水平从C1 降到C2 的过程中,在高排放部门,就业损失

为(Eh
1-Eh

2),但是在低排放部门,就业损失只有(El
1-El

2)。这意味着如果

合理的教育资源配置能让青年人在专业选择或者培训过程中就获得进入低排

放部门需要的技术,进而有更多机会进入低排放部门工作,在政府和企业完

成碳排放目标过程中,他们面临的就业冲击就会更小。

以上拓展性研究,为进一步讨论低碳消费情境下,青年效用最优化以及

考虑预期低碳消费和低碳产出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提供了假设前提。

(二)基于低碳消费的效用最优化过程

本部分以传统效用函数为起点,借助式(1)和式(2)描述普通劳动者的效

用最优化过程,借助式(3)和式(4)描述青年就业者的特点,即探索基于低碳

消费的就业模型。

1.模型的初始设定

设U(·)为普通劳动者A的效用函数。这里将A定义成普通劳动者,是

为了假设其没有低碳消费需求,和习惯未来消费模式的青年劳动者不同。

max
Ct∫

T

0
U Ct  dt (1)

s.t.∫
T

0
Ctdt=∫

T

0

Wtdt=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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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效应函数是凹性的,U'>0,U″>0,Ct 为t时刻的消费,Wt 为t
时刻的工资,0≤t≤T。

考虑一个青年劳动者B,假设他关心未来消费的增长新趋势,即低碳消

费,而其他的消费和普通劳动者并无差异。另外,低碳消费很可能是供给推

动的,一个极端情况是如果社会只生产绿色产品,那么消费者别无选择。在

低碳目标下,低碳消费品生产是未来趋势。因此与普通消费者相比,有更长

剩余生命周期的青年人是有低碳消费增长可能性的,这可能源于青年人消费

习惯的改变,也可能是社会绿色生产的进步。总之,由于可持续发展和低碳

目标的长期性,青年劳动者的效用函数与普通劳动者相比,多了一个变量g,

即低碳消费增长率。因此B的效用函数为:

Vt=V U Ct  ,gt  (3)

其中,gt= dCt/dt  /Ct,并且函数V 是它的两个自变量的递增函数。

更改效用函数后,新的最大化问题为:

max
Ct∫

T

0
V U Ct  ,gt  dt (4)

s.t.∫
T

0
Ctdt=∫

T

0

Wtdt=W (5)

令Vi 表示V 对第i个自变量的偏导数,i=1、2,并且假设V 满足稻田

条件,即Vi>0,Vi<0;当Ct,gt→0时Vi→∞;当Ct,gt→∞时Vi→0。

这些条件足以确保最优路径C*
t = 1/T  ∫

T

0
Wtdt的存在,并且gt>0。

当消费不仅取决于消费水平,而且取决于它的增长率时,最优消费路径不再

是恒定不变的,而是递增的。这一正斜率是两种相反力量作用的净结果;U
关于Ct 的凹性促使消费保持不变;而V2>0促使消费尽快地增长。

进一步地,因为以上抽象的数学函数形式难以得到解析解,所以借用常

用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做进一步的探讨。鉴于此,有低碳消费增长的青年劳

动者的效用函数为:

V U Ct  ,gt  =Cα
tgβ

t (6)

为了进一步简化研究问题,假设低碳消费路径以固定速度g 实现,因

此,Ct=C0e
gt。此时,最优化问题变为:

max
g∫

T

0
Cα

tgβ
tdt (7)

s.t.∫
T

0
C0e

gtdt=W (8)

解得预算约束为C0=gW/(e
gT-1),将式(5)代入极大值函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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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T

0

gWe
gT

e
gT -1  

α

gβdt=
Wαg α+β-1  e

αgT -1  
αe 

gT -1)α
(9)

对其两边取自然对数,求关于g 的微分,令 M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dlnM
dg =

α+β-1
g +

αTe
αgT

e
gT -1

-
αTe

gT

e
gT -1

=0 (10)

2.与社会平均消费的动态不一致性的讨论

假设消费增长路径还是不变的,式(4)、式(5)对应的最优化问题可以

写成:

max
C,g

F1(C,g) (11)

s.t.C=gW/(e
gT -1) (12)

其中,C 表示初始消费,F1 为两个自变量的递增凹函数。这里需要说明

的是,如果消费路径的增长率是固定的,则 F1 =∫U(Cegt,g)dt,所以

∂F1/∂C=∫U(Cegt,g)dt。

且W 代表生命周期的财富,假设只与劳动者B通过劳动获得的工资有

关,不存在代际转移财富,T 代表剩余工作年限。为了体现青年消费群体和

社会普通消费群体的不同,对上式中的极大值函数做出如下改变。

max
C,g

F2[F1 C,g  ,C/C
—

 (13)

C
—

为社会平均消费水平,F2 为其两个自变量的增函数。该最大化问题关

注了本部分的补充假设,即青年劳动者和社会平均消费水平的一致性也考虑

在模型中,如果青年是一个即时消费、慢就业者,① 则C/C
—

就会发生不一致

变动的情况。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说青年意识不到选择更高的当前消费

意味着未来有更低的相对消费。重点在于尽管他们确实关注未来的相对状况,

但是比较而言,他们的确为当前设置了更高的消费决策权重。

从数学推导来看,能够和社会平均消费一致的劳动者,可以把极大值函

数中的自变量C/C
—

看成恒定不变的。譬如,当前的社会平均消费都减少

1%,则这个青年觉得这是经济环境变化的结果,这是大势所趋,所以也这么

做。这时C/C
—

就不会发生变化。相反,如果C/C
—

不是恒定的,需要考虑C

的变动如何通过作用于C/C
—

影响效用。

① 慢就业指大学生毕业后暂时不就业、继续深造,而是选择游学、在家陪伴父母、
创业考察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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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不能和社会消费相一致的青年人而言,一阶条件为:

Fn
1=-

dC
dgn

(Fy
1+

Fn
2C
—

Fy
1

) (14)

对于那些能和社会消费相一致的青年人而言,一阶条件为:

Fn
1=-

dC
dgyF

y
1 (15)

该式遵从F1 凹性以及dC
dg
<0的事实,根据两个一阶条件解出对应解,

则g􀮨y>g􀮨n,即能和社会消费相一致的青年人的低碳消费增长(g􀮨y)大于不能

和社会消费相一致的青年人的低碳消费增长(g􀮨n)。

这意味着:第一,当其他条件不变时,那些消费和社会消费水平一致的

青年群体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工资增长率最高。即不在短期懒就业,不先消

费,有个人规划的青年人才能在职业生涯中获得高的工资增长。

第二,当其他条件不变时,相比那些给当前状况设置更高的消费决策权

重的人而言,那些能够和社会平均消费水平一致的青年人,低碳消费的增长

率也是高的。即如果低碳消费是必然趋势,那么青年人只有适度消费才能有

长期更高的低碳消费增长。

第三,一个极端情况是,当个人消费和社会平均消费水平完全一致时,

无论合同中的工资合约是如何约定未来的工资增长的,都不需要减少初始的

相对消费就能达到最优效用。对于年轻人而言,给他们一个承诺的高工资增

长合同,不如让他们理解不在当期过度消费、不要懒就业的重要性。总而言

之,预期的低碳消费也是影响青年就业的重要因素。

第四,一个暗含的结论是,如果青年消费和社会消费额度是一致的,则

一定存在着消费替代,即青年人的消费篮子逐渐从传统消费过渡到传统消费

和绿色消费组合,最终接近全部产品的绿色消费。这取决于绿色产品边际成

本的下降速度以及政府对高耗能产品成本的干预。

(三)考虑预期低碳消费增长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

本部分充分借鉴ALM模型(Autor
 

et
 

al.,2003)的思想和假设条件,并

对其进行改进,将大学的人力投入和设备投入分为与低碳专业相关的投入和

其他投入两部分,构建一个关于“低碳约束-绿色专业资源配置”的简要理论

模型。

考虑一个开设了绿色专业的学校的物质和人力投入。现实中,教育部最

近每年都会新增绿色专业目录,开设这些专业的院校就会获得资源配给。具

体包括与绿色产业发展有关的资本投入和人力投入、与传统产业发展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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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资本投入和人力投入。为了表达简化,分别称其为绿色专业投入和非

绿色专业投入,一般化的函数如下式:

Q=f(KU,KG,lU,lG,φU,φG) (16)

其中,Q 表示高校质量,类似消费者理论中的效用,虽然难以度量,但

是对于理论推演很有用,在教育部“质量”目标指导下(顾明远,2021),这样

的假设是有现实意义的(王建华,2021;成刚,2021)。KU、KG 分别表示非

绿色专业和绿色专业的资本投入,可以狭义地理解为实验设备、图书馆资源

等lu、lG 分别表示非绿色专业和绿色专业领域中较强能力教师的人力资本。

φU、φG 表示非绿色专业和绿色专业的投入效率。事实上,如果把高等

院校视为人力资本的供给部门,它与企业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基于人,也

就是教师的教育资源配置是最关键的。显然,高等教育机构中常见的科研经

费分配、科研奖励等都是基于有较强能力的人或者这些人应完成的高质量成

果的分配。这里,LU=φUlU,LG=φGlG。LU 表示非绿色专业的人员投入,

LG 表示绿色专业的人员投入。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所谓人员投入,在现

实中还可以理解为教师的研究、教学任务,即LU 表示教师在传统研究和教

学方面的投入,LG 表示教师在绿色领域研究和教学方面的投入。事实上,这

更加符合现实,因为教师的研究往往是动态的、与时俱进的,譬如一个经济

学教师可能在经济危机出现时研究银行破产对就业的影响,而在低碳背景下

又开始研究低碳经济对就业的影响。教学也是如此,一个数学老师原来只给

机械专业学生上课,专业调整、教育资源配置发生变化以后,还增加了新能

源专业学生的高等数学的教学工作。这更贴近现实情况。只不过出于模型可

读性和简洁性的目标,这里暂且用人员投入来阐述。为了清晰刻画资源配置

的过程,采用双层嵌套的CES函数形式。该方法借鉴Krusell等(2000)的生

产函数写法,将大学质量函数设定为:

Q=KU
α μφUlU  σ+ 1-μ  uKG

ρ+ 1-u  φGlG  ρ  
σ
ρ  

1-α
σ (17)

其中,μ 和u 为分配参数,取值范围为(0,1),表示该要素的贡献份额;

ρ和σ为不变替代弹性系数,取值范围为(-∞,1),表示绿色专业与非绿色

专业人员的替代弹性。这里的工作任务可以理解为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

其中,绿色专业资本投入与非绿色专业岗位人力投入的替代弹性为

1/(1-σ),绿色专业资本投入与绿色专业岗位人力投入的替代弹性为1/(1-

ρ)。在该公式中,存在着这样的假设条件:第一,与绿色专业发展有关的资

本投入与传统专业的教师配置存在较强替代性,即0<σ<1;第二,与绿色

专业发展有关的资本投入与绿色专业教师的配置存在较强互补性,即ρ<0。

这意味着,一旦学校试图发展绿色专业,就会大幅度增加相关教师的招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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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或者鼓励教师结合新导向进行任务调整,这也是该模型的关键假设。

均衡条件下,投入到教师上的边际资源(r)等于教育的边际收益。即

rU=∂Q/∂lU、rG=∂Q/∂lG。

显然,当一个教师没有奖励性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收入时,投入给他

的边际资源可以理解为基本工资。事实上,行政岗教师的工资可以认为是等

价于边际资源的。

相应地,投入到绿色专业教师/非绿色专业教师的资源差距可以表示

如下:

rG

rU
=
1-μ  1-u  

μ
u

KG

LG  ρ

+ 1-u  􀭠
􀭡

􀪁
􀪁 􀭤

􀭥

􀪁
􀪁

σ-ρ
ρ lU

lG  
1-σ φG

φU  
σ

(18)

将其对数化可得:

ln
rG

rU
=uσ-ρ

ρ
KG

LG  ρ

+ 1-σ  ln
lU

lG  +σlnφG

φU  (19)

求偏导数为:

∂ln
rG

rU

∂KG
=uσ-ρ

LG  ρKG
ρ-1 (20)

如果令开设绿色产业相关专业的高等院校取值为1,未开设取值为0,可

进一步推导出来建设绿色专业导致的单位教师匹配的资源差距为:

Δln
rG

rU
=
u(σ-ρ)

LG  ρ >0 (21)

从上式可知,高等院校开设绿色专业及其资源配置的情况,取决于不同

专业教师与绿色专业资本投入的要素替代弹性σ 和参数ρ,同时也取决于绿

色专业教师数量。结合前述隐含的假设条件:u>0,0<σ<1,ρ<0,且由

于LG 是正数,则由式(20)可发展出第一个影响路径如下。

影响路径1:绿色专业建设投入对不同专业教师或者专业教师的工作任

务有不同程度的替代弹性。即绿色专业建设经费的增加促使其专业师资增加。

特别地,专业师资被理解为教师与专业有关的工作任务时,呈现出绿色相关

工作(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的增长。

资源配置差距扩大的速度、低碳生产以及低碳消费的增加速度是一致的,

即教育领域人力要素的提供、生产领域低碳产品的生产以及低碳消费是协同

的,那么有:

uσ-ρ
LG  ρ =g (22)

结合第二部分“基于低碳消费的青年效用最优化与工资增长”模型解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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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约束C0=gW/(e
gT-1),

C0=uσ-ρ
LG  ρW/e

Tu σ-ρ
LG  

ρ

-1  (23)

W
-

t=
u

T(σ-ρ)
C0 LG  ρ e

Tu σ-ρ
LG  

ρ

-1  (24)

可见,影响青年劳动者平均收入的变量有初始消费,可以认为是家庭消

费影响下消费习惯C0,与学校绿色专业资源配置有关的弹性系数u、σ、ρ以

及对绿色专业教师的配置LG,当然其本质是相关资源配给。由此可发展出第

二个影响路径如下。

影响路径2:低碳约束下,青年劳动者未来职业生涯的平均工资除了受

家庭等传统因素的影响,还受到高等教育在绿色专业方向投资的影响,包括

教师资源和其他物质资源。

四、结论

本文交叉融合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理论、人力资本理论、资源依赖理论等

完成了以下基础研究工作:一是考虑青年消费者在一个较长生命周期中面临

全社会的绿色消费增长,在消费者效用函数中增加低碳消费增长率变量,重

新推演均衡解。二是在传统教育函数中增加绿色专业和非绿色专业投入变量,

找到资源替代与资源互补关系。三是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碳排放的边际成

本递增等前期研究为基础,分生产部门讨论就业替代结果。获得了以下研究

发现。

第一,在减排边际成本上升的假设前提下,如果合理的教育资源配置能

让青年人在专业选择或者培训过程中获得进入低排放部门需要的技术,他们

就有更多机会进入低排放部门工作,在政府和企业完成碳排放目标过程中,

其面临的就业冲击就会更小。第二,如果低碳消费是必然趋势,则劳动者适

度消费才能有长期更高的低碳消费增长。那些消费和社会消费水平一致的青

年群体,整个生命周期中的工资增长率最高,低碳消费的增长率也是高的。

即不在短期懒就业,不先消费,有个人规划的青年人才能在职业生涯中获得

高的工资增长,并从绿色消费中获益。第三,一个极端情况是,当个人消费

和社会平均消费水平完全一致时,无论合同中的工资合约是如何约定未来的

工资增长的,都不需要减少初始的相对消费就能达到最优效用。总而言之,

预期的低碳消费也是影响长期就业决策的重要因素。第四,如果青年消费和

社会消费额度是一致的,则一定存在着消费替代,即消费篮子逐渐从传统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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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过渡到传统消费和绿色消费组合,最终接近全部产品的绿色消费。这取决

于绿色产品边际成本的下降速度以及政府对高耗能产品成本的干预。第五,

低碳约束下,劳动者未来职业生涯的平均工资除了受包括消费习惯在内的传

统因素的影响,还受到高等教育管理部门在绿色专业方向投资的影响,包括

教师资源和其他物质资源,其中对绿色专业教师的配置是关键因素。

基于以上五个初步发现,未来可以在以下方面开展更多探索。第一,依

据职业生涯理论探索劳动者的在初入劳动力市场的就业选择行为及制约因素,

提炼和总结实现碳中和之前影响就业稳定和扩大就业的主要制约因素,探究

何种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方式能促使其实现顺利的岗位搜寻和长期的就业质量

提升。第二,回答“慢就业”与低碳发展协同的还是非协同的,绿色专业和非

绿色专业的大学生,谁更倾向于“慢就业”问题及其“慢就业”的原因。第三,

从多边需求和多元主体施策的角度研究低碳、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就业的关

系,丰富公共管理领域的相关研究。低碳经济发展和“双碳”目标的确立,既

是挑战,也是就业调整的机遇。抓住机遇,在外部冲击和内部调整的共同作

用下,使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与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关系由单向影响、被动适应

到多边互动、主动适应,最终到动态促进的理想状态,这将是在实现高质量

发展过程中具有创新性价值的课题。作为公共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者的政府的

角色进入并主动作为的时期已经到来。

总之,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党中央经过深思

熟虑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虽然我国经济韧性强,

就业形势持续向好的内在基础仍然存在,但压力也很大,特别是青年就业问

题突出。西方学者甚至认为大量脱离教育体系和劳动力市场体系的失业者的

存在很容易造成社会动荡(Assmann,2021)。绿色技术进步将引发劳动力市

场的结构性调整,政府应提高警觉性,谨防低碳约束和已有问题叠加,提前

布局政策,以“平抑挤出效应”,应对可能出现的就业问题。与历史上一般技

术冲击显著不同,绿色技术进步引发的就业结构问题既不是单纯的岗位调整,

也不是简单的人力资本流动,它既有消费转型升级的潜在压力,又有引发长

期失业的严峻风险,同时更是在长期促进就业质量提高的机遇。因此,需要

系统化构建教育、人力资源服务、社会保障、区域联动相互协调的政策体系,

从低碳产业发展、教育资源配置、劳动力市场结构调整三条路径联动,在解

决就业结构矛盾,降低就业转换成本,提高就业能力基础上,实现政府科学

管理和劳动力市场平稳过渡的双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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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constraint
 

of
 

low-carbon
 

emissions,it
 

is
 

a
 

difficult
 

theoretical
 

research
 

task
 

to
 

find
 

out
 

how
 

to
 

better
 

connect
 

the
 

prioritization
 

of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to
 

effectively
 

promote
 

employment.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education
 

economics
 

and
 

labor
 

economics
 

and
 

incorporating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studi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impact
 

of
 

higher
 

education
 

resource
 

allocation
 

on
 

employment
 

under
 

low-carbon
 

constraints.It
 

finds
 

the
 

relationship
 

of
 

“low-carbon
 

constraints,rational
 

allocation
 

of
 

education
 

resources,and
 

the
 

improvement
 

of
 

youth
 

employment
 

levels”
 

and
 

obtains
 

the
 

following
 

research
 

findings.Firstly,under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marginal
 

cost
 

of
 

emissions
 

reduction
 

is
 

rising,if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education
 

resources
 

can
 

enable
 

young
 

people
 

to
 

acquire
 

the
 

skills
 

needed
 

to
 

enter
 

low-

emission
 

sectors
 

in
 

their
 

career
 

choice
 

or
 

training
 

process,they
 

will
 

face
 

less
 

employment
 

impacts.Secondly,if
 

low-carbon
 

consumption
 

is
 

an
 

inevitable
 

trend,then
 

only
 

moderate
 

consumption
 

by
 

workers
 

can
 

lead
 

to
 

long-term
 

growth
 

in
 

low-carbon
 

consumption.This
 

means
 

that
 

expected
 

low-carbon
 

consumption
 

is
 

also
 

a
 

crucial
 

factor
 

affecting
 

long-term
 

employment.Thirdly,if
 

the
 

amount
 

of
 

consumption
 

for
 

young
 

people
 

and
 

society
 

are
 

consistent,then
 

there
 

must
 

be
 

consumption
 

substitution.This
 

means
 

that
 

the
 

consumption
 

basket
 

gradually
 

transitions
 

from
 

traditional
 

consumption
 

to
 

a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and
 

green
 

consumption,and
 

eventually
 

approaches
 

all
 

green
 

consumption
 

products.This
 

depends
 

on
 

the
 

rate
 

of
 

decline
 

in
 

the
 

marginal
 

cost
 

of
 

green
 

products
 

an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the
 

cost
 

of
 

high-energy
 

consumption
 

products.Finally,under
 

the
 

constraint
 

of
 

low-carbon
 

emissions,the
 

average
 

wage
 

of
 

workers
 

in
 

their
 

future
 

careers
 

will
 

be
 

affected
 

not
 

only
 

by
 

traditional
 

factors,but
 

also
 

by
 

the
 

invest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green
 

majors.

Key
 

words:low-carbon
 

emissions;higher
 

education
 

resource
 

allocation;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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